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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中国过去一直保持 10%的经济增长速度，2010 年以来人口红利消失后，
潜在经济增长率马上降下来。如果我们不接受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事实，同时国际上还
有强劲需求，那么我们很可能还继续保持很高的增长速度，而导致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

长率相偏离。但是欧美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使得国际需求下降，这反而给我们一个
进行速度调整的机会，换句话说就是我国被迫接受调整。这是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
一个意外之喜。因此，不应该通过拉动需求来使经济发展超越潜在增长率，但这并不意
味着潜在增长率不可以提高。在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提高的背景下，可以通过提
高劳动力供给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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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红利消失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

自 1990 年代后期爆发亚洲金融危机，以及 2008 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中央政府都
坚定要求经济增长率保 8，这背后意味着如果达不到 8%的增长速度，中国经济就不能解决每年
2000 万人的就业问题。2012 年中国经济没有达到 8%的增长速度，且年初也决定不保 8，其结果
并没有对就业发生显著冲击。至 2012 年 9 月份，当年新增就业任务已经完成 114%，登记失业
率 4． 1%，与往年并无二异。
图 1 曲线表示的是求人倍率( 以劳动力市场上岗位数做分子，寻职人数做分母) 近年来的变

动趋势。2012 年它大于 100%，比往年都要高，并且逐年提高。同时有 20 多个省、市、自治区调
高最低工资，说明目前还是存在雇工难问题。由此，主流仍是招工难的问题，并不是失业问题。
所以虽然经济增长率没有保 8，但就业却没有出现问题。
为什么没有出现失业问题? 当我们说经济增长会影响就业的时候，说的并不是绝对就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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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宏观经济下降会导致周期性失业的增加。宏观经济不好的定义是指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
长率。实际上，2012 年中国经济虽然没有达到 8%的增长率，但它并没有低于潜在增长率。
由图 2 可见，7%的增长水平是“十二五”目标。根据我们测算，“十二五”时期潜在增长率是

7． 2%。而 2012 年年初定的目标是 7． 5%，高于潜在增长率。实际上 2012 年的潜在增长率比
“十二五”期间平均潜在增长率略高，也是 7． 5%，而 2012 年最终实现的增长速度是 7． 7%。也就
是说在实际增长速度没有低于 7． 5%或者 7． 2%潜在增长率的时候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潜
在增长率的前提就是假设充分就业，其含义就是在充分利用资源的情况下所能达到的最高的可

能增长速度，高于潜在增长率就不会出现周期性的失业。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呢? 我认为主要是由人口因素所致。在改革开放

以来整个时期内，中国人口的变化，主要看 15 ～ 59 岁劳动年龄的人口变化。
图 3 表明，截至 2010 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一直保持持续上升的趋势，因为人口抚养比是以

劳动年龄人口作分母，依赖型人口作分子得出的比值，劳动年龄人口在持续增加的同时，抚养比

也会持续下降。
如果我们破除长期以来马尔萨斯的说法———人口的数量增长率影响经济增长率———就会发

现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影响经济增长。从图 3 我们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人口结构
变化有利于经济增长。这就是人口红利，人口红利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添加了一个额外推动作用。
如果人们想通过计量方法算出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到底有多大，通常要找一个变量放

入经济增长模型里。这个变量就是抚养比。因为抚养比代表负担，抚养比下降意味着负担轻、储
蓄率高，意味着劳动年龄增长。从整个经济增长理论来说，其实人口抚养比在统计上只不过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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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个残差———人口红利的残差。人口红利体现在所有经济增长源泉当中，或者说所有促进经济增
长的变量当中，而那些没有囊括的因素都进入到人口抚养比变量中。
在中国过去 30 多年每年接近 10%的经济增长速度当中，最大的贡献来自于资本积累。从

图 4 看，差不多 70%来自于资本积累。资本不仅仅是物质资本的投入，也和人口因素密切相关。
如果没有人口红利的支撑，经济增速不可能维持资本贡献 70%的情形。原因在于: 第一，人口变
得越来越具生产性、负担轻，从而实现高储蓄率、高积累率、高投资率以及高资本形成率，这是一
个条件。第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前提是假设资本报酬递减，克鲁格曼也曾批评
东亚模式没有技术进步、没有生产率提高，但他忽视了在中国、甚至在东亚有大量剩余劳动力，从
而存在人口红利。在这种劳动力要多少有多少的情况下，就可以不断地投入资本去跟劳动力匹
配，从而不会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虽然这种现象终究还会出现。

图 4

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可以不发生，我们可以找到新的比较优势。但绝对的报酬不递减其实也
是不可能的。没有哪一个国家不存在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克鲁格曼批判东亚模式，其中主要是
拿新加坡做例子，但新加坡曾连续 40 年积累率高达全球最高的 50%，同时没有出现资本报酬递
减，这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条件下是如何做到的呢? 这一方面可能在于数据不准确、计算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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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可能没有报酬递减; 另一方面也在于新加坡有一个特点，当它自身人口红利消失时，它采取

了大量使用外工的方式。新加坡的 GDP中有 40%是移民创造的，因此，新加坡可以不受自身劳
动力短缺的约束。总之，因为有剩余劳动力，资本报酬不递减，所以才能够保持资本积累持续快
速推进经济增长。

二、人口结构变化导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

进一步把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发现有其中一部分是技术进步，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采用

新技术来提高生产率。也许我们还没看到这跟人口红利有多大关系，但还有接近一半的全要素
生产率提高是由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向非农产业部门引起的。因为劳动力资源，会从生产率低
的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这种转移本身就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它对提高全要素生产

率的贡献接近一半。从整体来看，中国过去 30 多年的经济增长虽然不能说就是靠人口红利来推
进的，但在所有推进经济增长源泉当中都有人口红利的因素，都有有利的人口结构变化的贡献。
因此很自然，如果人口结构变化了，那么中国整个经济增长源泉都会发生不利的变化，从而使潜

在增长率一定会下降。

图 5
事实上，中国人口结构的确发生了变化。2010 年，中国劳动年龄( 15 ～ 59 岁) 人口达到了最

高峰。2010 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呈现绝对减少的趋势。同时，跟它相关的人口抚养比 2010 年
达到最低点，之后开始上升，呈现出绝对上升趋势。所有有利的人口结构都在这一年里发生了转
折，而这一年很重要，这是“十一五”时期和“十二五”时期的交界点。
为什么假设未来资本的投资增长速度要减下来? 如果要减少的话，大致上怎么减呢? 究其

原因，从图 7 可以看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已经实实在在发生了，不仅仅我们自己的研究结果显示
这些年我国的年资本边际回报率大幅度地下降，而且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也显示我国的资本边

际回报率大幅度地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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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报率下降且政府不予以补贴的情况下，大多数企业家会不愿意再继续投资，我们不可能

再有这么快的投资增长速度。基于以上假设，分析各个时期的潜在增长速度: 从改革开放一直到
1995 年平均潜在增长率是 10． 29%，1995 ～ 2009 年平均潜在增长率是 9． 8%，其中“十一五”期间
平均潜在增长率是 10． 5%，稍大于这一期间的平均水平。估计“十二五”期间平均潜在增长率只
有 7． 2%，“十三五”期间平均潜在增长率更低，仅为 6． 1%，潜在增长速度将进一步下降。以上
数据表明由于受人口因素的影响，潜在增长率会发生变化。

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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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

面对降下来的潜在增长率，经济学家会向政府建议说我们还有很多经济增长点，比如城镇

化、基础设施建设、西部大开发以及解决“铁公鸡”问题等。政府认为经济学家们提的建议都很
好，因为这些建议都有抓手，具有可操作性，可以通过区域发展战略、产业政策等一揽子刺激方案
来提高经济增长率。外国人也提出中国经济要硬着陆，要赶紧采取一些刺激办法。他们向我们
提建议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对其他国家越有好处，因此大家都在往一处使劲，目的都

是要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也就是说要把实际经济增长速度拉到潜在增长率之上。那么怎样才能
把实际增长速度拉到潜在增长速度之上呢? 经济学家们之前的建议大多强调通过拉需求因素来

提高经济实际增长速度，但是潜在增长率是由供给方决定的，其中包括资本供给、劳动力供给、生
产率进步等因素。没有触动供给而仅仅去拉需求的做法可谓是南辕北辙，至少到今天为止，实际
上还不需要通过拉动需求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
根据测算，“十二五”期间供给方的潜在增长率会降到 7． 2%，那么我们的需求因素能否满足

7． 2 个百分点的潜在增长率提出的要求呢? 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资料的计算，我们对过去 10 年
的相关数据进行简单的算术平均，得出的结果是消费需求的贡献率是每年 4． 5 个百分点，投资需
求的贡献率是每年 5． 4 个百分点，而出口需求的贡献率只有 0． 5 ～ 0． 6 个百分点。将所有需求因
素拉动的增长率累加起来，增长速度接近 10 个百分点。

图 9
我们先做两个假设: 首先假设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没有贡献，未来出口需求为零，当然我们

并不希望它是负数。再者假设投资需求的贡献率减半，这是因为我国之前过分依赖投资需求造
成了经济增长的不平衡、不协调以及不可持续，加上过去几年一揽子刺激方案又留下后患，因此
做出投资需求的贡献率降一半的假设，即从原来贡献 5． 4 个百分点降低为只贡献 2． 7 个百分点。
而消费需求的贡献不发生变化仍为 4． 5 个百分点，这是因为只要潜在增长率增长，就业就是充分
的，能保证居民的收入增长。最后把 4． 5 个消费需求贡献和之前投资需求贡献的一半即 2． 7 个
百分点加起来，得出的结果是需求对经济总的贡献是 7． 2 个百分点，这说明我们的潜在增长率经
得起需求的支撑，即使现有的出口需求降为零，甚至投资需求降一半，还是可以支撑的，因此我们

并不需要去通过刺激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刺激需求可能会造成很多问题，比如造成通货膨胀、产能过剩、扭曲要素价格、背离

比较优势，直至出现经济泡沫等问题。举例分析，首先是产业政策失误的例子: 我们过去擅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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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政策来刺激需求，图 10 中红线是 2012 年工业的平均产能利用率，实际产能利用率大大低于
平均水平的行业大多集中在战略型新兴产业上，比如汽车、钢铁、船舶、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有
色金属等行业。不可否认，过去产业政策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探寻未来比较优势，但经济增长
速度不够时动辄就用产业政策来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上述所说的问题很有可能就会悄然
而至。

图 10
一些区域政策像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都是为了平衡区域发展、缩小

地区差距而制定的一些政策。但是如果拿它来做投资引导、刺激经济增长的话，会出现什么后果
呢? 通过图 11 即制造业的资本密集度加以说明。目前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制造业的资本密集
程度( 也就是资本对劳动的比率) 已经大大高于沿海地区。

图 11

从理论上来说，相对发达的地区资本相对充裕一些，其资本密集度高，而相对落后的地区资

本密集度相对比较低，更应该节约资本。但事实上我国中西部地区资本密集度远高于东部地区，
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中西部已经偏离自身的比较优势，这是一种潜在的错误。

1990 年是日本人口红利消失的年份，早在 1970 年之前日本就获得了人口红利，也因此取得
9． 2%的平均增长速度。1970 年左右人口抚养比降到最低点，之后人口抚养比没有马上提高而
是稳定在那个水平，但实际上它的潜在增长率已经降下来。日本那时跟我们今天是一样的，它的
产业界、政府和老百姓都不愿意接受增长速度下降的事实，因此他们就简单地认为日本问题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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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不足引起的。于是他们采用了许多办法，比如刺激性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等来刺激
经济增长，其结果导致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的经济泡沫。经济泡沫破灭之后，1990 年开始，日本
人口抚养比逐渐上升，而其经济则进入零增长时代，日本从 1990 年到现在，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每
年只有 0． 24 个百分点。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日本吃亏就吃亏在不愿意接受下降的潜在增长
率，而下降的产业增长率也是人口红利消失的结果。

图 12

虽然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讲潜在增长率，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真明白。举个简单例子，潜在增长
率相当于刘翔的潜能，就是肌肉、骨骼、年龄以及人的极限。那么需求因素会起什么作用呢? 体
育部门的好大喜功、老百姓不懂体育科学以及广告商的唯利是图等因素交织在一起，造成需求过
高，远远超过刘翔的潜在增长率，结果是导致刘翔会不断地受伤。

2012 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降下去了，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我国过去一直保持 10%的增长
速度，但因为 2010 年人口红利消失，因此“十二五”一开始，潜在增长率马上降下来。如果我们
不接受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事实，假设国际上还有很强劲的需求的话，那么我们很可能还保持很

高的增长速度，这会导致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相偏离。但是恰逢欧债危机，美国也遇到了麻
烦，所有这些因素使得国际需求下降，反而给我们一个机会来进行调整，换句话说就是我国被迫

接受调整。这也是 2012 年我国的一个意外之喜，虽然地方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刺激经济，但
中央政府挺住了，并没有采取过分的措施去刺激经济。
总之，不应该通过拉动需求因素来超越潜在增长率，单凭拉动需求因素来超越潜在增长率会

产生一系列潜在的后果，这并不意味着潜在增长率不可以提高。那么到底靠什么提高潜在增长
率才不会造成上述所说的后果呢? 人口红利消失了，劳动力成本提高了，在此背景下我们可以做

的有两件事: 一是提高劳动力的供给，二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在提高劳动力供给方面有一个制约，即劳动力在数量上是不足的，劳动力的负增长是必然

的。因此应该提高的是劳动的参与率，也就是在既定的人数中有更多的人参与就业。劳动生产
率的提高来自 3 个方面: 一是人力资本的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必然是有利的。二是提高资
本劳动比( 即用机器替代劳动) ，但这种替代并不是无限的。三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提高劳
动生产率方面的教训就是不能过度依靠提高资本劳动比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是要通过提高全

要素生产率。为什么说不能过度依靠提高资本劳动比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呢? 日本的例子就很好
地说明了这一点。
图 13 中最右边的条形图是日本在 1991 ～ 2000 年失去人口红利的第一个 10 年，其劳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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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率的提高中，人力资本、资本深化、全要素生产率 3 个因素的贡献份额。第一块黄色部分即人力
资本的贡献。第二块蓝色的部分即资本深化的贡献，我们可以看出 94%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是靠
资本替代劳动即用机器替代人来达到的。第三块是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它是负的 15%。我们知
道，一个成熟的经济体没有人口红利之后，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唯一来源几乎就是来自于全要素

生产率的提高，但是日本在这整个 10 年里全要素生产率每年都在下降，可见日本没有经济增长
是必然的。这是我们要吸取的一个教训。
我们做了一个模拟，图 14 中粉色的趋势是在保持人力资本、资本深化、全要素生产率三个因

素都不变的情况下，2011 ～ 2020 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我们可以看到潜在增长速度呈现
出下降趋势。首先，假设我们的劳动参与率逐年增加 1 个百分点，即从目前劳动参与率 70%左
右，第一年加到 71%，第二年加到 72%，以此类推，每年的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 0． 88 个百分点，
接近 1 个百分点。

图 14
再者，假设我们全要素生产率也增加 1 个百分点，比如过去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是年均

3%，变成这 10 年里年均增长率是 4%，潜在增长率又能提高 1 个百分点。大家可以看到潜在增
长率提高的效果非常明显，特别是到了 2020 年时候，在劳动参与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都提高 1 个
百分点的情况下，潜在增长速度增加了 1 倍。以上模拟说明，既定的潜在增长率不是宿命而是可
以改变的。但改变的途径不是靠需求拉动，而是要通过其他途径提高潜在增长率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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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岁数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目前不可能靠延长退休年龄来动员这部分人

成为劳动力，因为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但户籍制度改革可以解决这部分问题。

图 15
图 15 中可以看到我们的城市化率是 51． 3%，但是要按户籍人口算，就是按非农业户籍人口

来算，我国的城市化率目前则只有 34． 7%，这两个数据之间差 16、17 个百分点。两者差这么多，
是因为有 1． 6 亿多的农民工进城打工但没有取得城市户口，这类群体面临着就业不稳定的压力，
一有风吹草动就回乡。再者因为他们没有社会保障，他们无法预期在城市养老，因此他们通常在
40 岁左右就退出城市的劳动力市场。虽然他们还可以回家干活，但由于他们退出了城市的劳动
力市场，这就降低了劳动的总体参与率。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提高劳动参与率，从而提高潜在
增长率。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继续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来提高劳动参与率。当我们
讲“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时候，不是说剩余劳动力完全没有了，而是指用原来不变的低工资水平
达不到劳动力转移的目的，因此为了加快剩余劳动力转移，工资得不断地上涨。
从图 16 可知，过去这些年农民工的增长速度是趋缓的，但农民工月实际工资是迅速增长的，

即使这样我们目前还是不断地遇到招工难、民工荒等问题。

图 16
2011 年农民工工资实际增速是 21%，继续用提高工资这一个手段来增加农民工劳动力供给
是行不通的，工资再高的话对企业来说人力成本压力就太大了。因此要让农民工劳动力供给保
持下去，但不能太快，这就要用公共政策改革即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民工进城务工更容易得到社会

保障，更容易落户，有更好的预期。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地转移，继续转移不仅能增加劳动力供给，
而且能使得全要素生产率从低生产率的部门向高生产率的部门转移。总的来说，就是不能让市场
继续通过不断提高工资来加强剩余劳动力转移，而是要用公共政策来部分代替市场的作用。

—011—

2013 年 第 6 期



四、通过改善人口素质和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第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提高人的素质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我国目前的就业结构主
要是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未来产业结构升级中，若转到第三产业的劳动密集型，要求劳动者
受教育程度从 9． 1 年提高到 9． 6 年; 转到第二产业资本密集部门，要求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要提到
10． 4 年; 而要转到第三产业的技术密集型上去，要求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要提到 13． 3 年( 如图 17
所示) 。

图 17
看上去要求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增加不了多少，但实际上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增加都需要耗

费很长的时间。每 10 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发现，中国成年人的受教育程度经过 10 年才可以增长
1． 3 年( 如图 18 所示) 。因此为实现就业结构的升级，提高劳动者素质要早做准备、多花时间。

图 18
如果要延长我们的受教育年限，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我国义务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接近百

分之百，如果想延长受教育年限，提高劳动者素质，那么受教育者必须上高中、上大学。所以如果
没有高中和大学的继续扩招，我们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不可能提高上去。
第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进行。首先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可以通过

技术进步进行。从图 20 可以看出，中国和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还有很大技术差距，有巨大的技
术差距意味着我们还有后发优势。意味着可以用更便宜的方式、更快的途径去达到技术的更快
进步，在这个时候不能让所有的领域都搞自主创新，如果是那样的话，等于我们自己放弃了后发

优势。
其次，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可以通过改革进行。如图 21 所示，我们过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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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来源是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从而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提高。今后我国剩余
劳动力会减少，相应地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率也会降低。在一个产业内部，比如第二产业内部，各
行业之间存在着生产力的差距。而在一个行业内部，各个企业之间也有生产力的差距。如果能
够缩小这个差距，那么仍然可以获得资源的重新配置效率。

图 21
目前有 3 个不同的研究，即 3 个 30%。第一个研究表明，现在像美国这样的成熟社会，它的

全要素生产率有 30% ～50%来自于企业之间生产率差距的消失。 也就是说没有效率的企业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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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市场，有效率的企业把其他企业的资源都拿过来，这种企业的生生死死、退出和进入机制是我
们所没有的。第二个研究涉及到中国，研究表明，我们中国部门内企业间的边际生产率差别是巨
大的。如果把这个差距缩小到目前美国的程度，那么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 30% ～
50%。这两个研究完全是由不同的人做的，但他们都得到同样的 30% ～ 50%，两个研究结合到
一起得到的结论是: 西方国家目前得到的全要素生产率一半的源泉我们还没有开发出来。第三
个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只有非国有经济的 30%。
将上述由 3 个完全不同的人所做的研究综合起来看，可以说第一个研究说明全要素生产率

应该从哪儿得，而第二个研究表明我们没有得到全要素生产率，然后第三个研究揭示了我们为什

么没有得到全要素生产率，这是因为国有企业的垄断性质。国企垄断在那儿了，它不退出，其他
企业就不能进入，因此有效率的企业就不能替代无效率的企业，结果是不能有一个创造性破坏的

制度环境，因此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重要源泉也是要通过改革来进行的。
克鲁格曼批评东亚模式，新加坡人不高兴，直到多年以后李光耀遇到了克鲁格曼，还跟他争

论。当然争论归争论，新加坡政府还是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他们把全要素生产率每年提高 2%
作为国家目标。新加坡具体实施过程我们还没有研究，但新加坡至少通过克鲁格曼的批评，将提
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不管怎么说都是有益的，但目前对我们来说却很难实
现。其实新加坡的争论说明两个道理: 一是全要素生产率的确重要。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并有意
识采取正确的政策去改善它，那么是有收益的。所以新加坡 40 年 50%的积累率，却没有出现资
本报酬递减，虽然不很真实，但也说明新加坡的经济增长是健康的。二是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就
是一个统计残差，不要过分地在意它的数量概念，应该以理解它的基本含义为主。□

How Demographic Factor Plays Influence on
China Fu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Cai Fang
Abstract: China has maintained the economic growth rate of 10% formerly，but potential

economic growth rate immediately decreases with the disappearance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in 2010．
If we don＇t accept the fact that the economic growth slowed down，as well as the strong internationally
demand exists，it could keep the high speed of development while the real growth rate cannot match
with potential growth rate． The European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sovereign debt crisis makes
internationally demand decrease which give us a chance to adjust speed． Actually，It is a unexpected
chance for us to promote sound economic development，so that we should improve potential economic
growth rate by the improvement of labor supply and labor productivity instead of stimulating domestic
deman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isappearance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and high labor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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